
從比較視角探討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 
發展之正當性

黃懿慧

摘要

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公共關係學科發展，基本上都經歷了為建立學

科正當性奮戰的過程。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中、美的公共關係學科在

發展初期曾面臨類似的困境，但當前卻有著相當不同的發展結果。本

文採用雙個案研究法，比較美國與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發展進程。

論文旨在整合公共關係教育、行業乃至於學術研究等面向，探討學科

正當性問題。論文借鏡美國發展進程，探討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定

位，並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展望。中國公關之學術共同體、學會與發

表平台的不健全發展是公共關係學科發展滯後的因素之一。然而，學

科之學術研究力滯後則是挑戰公共關係學科正當性的更深層因素。概

括而言，中國公共關係研究明顯有褊狹化現象，存在研究法單一（以定

性研究為主）、實證性低、實務取向、理論性弱、發表管道單一，以及

援引文獻欠缺一手資料等問題。文末提出對中國大陸公關研究與理論

體系建設之建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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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ciplinary Legitimacy of  
Public Rel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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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ug of war to establish public relations (PR) as a legitimate academic 

discipline has occurred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i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R discipline have encountered similar challeng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tatus as a result of 

development in the two contexts, however, presents a surprising contrast.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of 

legitimacy underlying the PR discipline.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y incorporating the dimensions of PR education, 

industry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mirror of the PR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ontext,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hinese 

PR discipline is discussed. A dual-case study approach is adopted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of the PR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collectiv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PR discipline and the underdeveloped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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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s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platforms have led the Chinese PR 

discipline to lag behind. More importantly, the lack of improvement in the 

discipline’s research ability remains the deepest reason limiting the legitimate 

claim for the Chinese PR disciplin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PR 

discipline research tends to reflect (1) a narrow scope of research; (2) features a 

lack of method triangul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were mostly used as the only 

method); (3) is practically oriented and non-empirical without theoretical 

advancement; (4) lacks primary data and appropriate citation of references; and 

(5) shows a lack of diverse publishing channels.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direc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PR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

Keywords: public relations, discipline legitimacy, public relations education,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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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學術社群對於應用型學科（applied discipline）的定位，一直存在「學

科正當性」問題的辯論。商學與社會科學許多學科皆歷經此過程，比較

典型的如信息學（Mattessich, 1995）、未來學等（Slaughter, 1998）。以傳

播學為例，「學科正當性」與「學科危機」的相關議題在20世紀90年代即

引起廣泛討論，議題涵蓋：學科認同、核心思想、理論基礎，研究方

法，甚或學科命名等（Shoemaker & Reese, 1990），提出問題的學者有

須文蔚與陳世敏（1996）、林福岳（1997）、陳韜文（1999）、黃懿慧等

（2001）。近年來，大陸學者如黃旦（2014）、王怡紅（2009）、丁志遠與

吳飛（2010）等亦對其進行反思與展望。此外，被視為傳播學子學科的

公共關係，關於其學科正當性的爭議更是由來已久，而且中、美皆

然。例如，黃懿慧（1999）、臧國仁（2001）、廖為建（2005）等華人學

者，以及波頓（Botan）、泰勒（Taylor）等（2004）西方學者皆曾在「學科

正當性」的框架中，針對以下問題提出討論：公共關係學科與實踐的關

係、學科獨立以及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學科認同、核心思想、知識體

系、以及學術力所涵蓋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無論是傳播學還是公

共關係學，其有關「學科正當性」的辯論的關鍵問題是學科之「學術力」

是否充分或足夠（陳世敏，1999）。 

應用型學科的「學科正當性」與學術力等問題亟需正視，但相關之

系統性研究迄今仍不完整，跨國乃至於跨文化比較研究更為缺乏。饒

有趣味的是，中、美的公共關係學科在發展之初曾面臨同樣困境，但

經過20世紀後期數十年的發展卻有著相當不同的結果。本文採用個案

研究法，通過雙個案對比，比較美國與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發展進

程；旨在整合公共關係教育、行業乃至於學術研究等面向，探討學科

正當性問題；除了借鏡美國發展現況外，還探討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

科定位並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展望與建議。  

「學科正當性」的定義與條件

學科作為一種將知識分門別類的體系，最早出現於教會大學（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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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大學、劍橋大學、柏林大學等），當時「學科」包括神學、法學、醫

學、和藝術（張詠、李金銓，2008）。在教會統治下的「學科」，本質上

都屬精英化並具有一定抽象性的特質。其後，隨著歐洲教會勢力的衰

弱，大學機構日益世俗化，實用性和應用性更強的學科逐漸出現並蓬

勃發展，以此拓展了之前對學科的狹隘理解（History of Education, 

1977）。「學科」（discipline）在本質上可視為一個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 

community）的制度性存在（Gibbons et al., 1994）。共同體內的成員遵循

一系列共同的制度來展開科研活動，以帶動共同體的發展（Yearley & 

Collin, 1992）。在探討學科的「正當性」（legitimacy）之前，有必要回顧
legitimacy之內涵。Legitimacy的基本含義源自法律和哲學語境，係指

一個存在物是否被法律所許可，因此在中文裡通常譯為「合法性」；在

其引申含義層面，legitimacy則指一個存在物是否正當、以及被他人所

認可和接受，因此譯為「正當性」（俞吾金，2004）。

對於學科而言，應採取 legitimacy的引申意義 —即「學科正當

性」。「學科正當性」大致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其一，就學科內部而

言，必須存在一系列核心問題，使該學科區分於其他學科；其二，從

外部來看，必須存在充分的物質條件或硬體來承認、接受以及理解該

學科的核心問題（Benbasat & Zmud, 2003）。如前所述一個學科可視為

一個圍繞特定主題的科學共同體，而學科內的核心問題即該科學共同

體內的「範式」（paradigm），主要表現為在特定時期內學科共同體對核

心問題在概念、觀察、和實際應用層面的反覆探討（Kuhn, 1962）。另

外，使得一個學科合理發展和運作的外部條件包括機構性的支援，如

教育機構的出現（Schramm et al., 1997）、業界與學界的互動等（劉建

順、漆梅君，2000）。 

根據庫恩（Kuhn）的概念、觀察和實際應用層面對範式的理解

（1962），本文將公關學科的內部正當性界定為以下方面：其一，學術

共同體內是否存在獲得共識的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話題；其二，是否

存在某類共通的社會現象作為公關研究的現實關注點；其三，研究者

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得以解釋、描述與預測這些問題，以及在學術共

同體內是否存在較為普遍的論文互相引用（Yin, 2003）。從外部來看，

機構支援是一個學科獲得外部正當性的必備條件。從社會結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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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機構間的交往互動是確保機構運作的前提（Giddens, 2013）。科研

機構或大學作為一類特殊的社會機構，勢必與業界存在不可分割的關

聯。以公共關係學的發展為例，下述條件是必不可少的：（1）專門的研

究機構，如大學等，為研究提供物質支援；（2）具有專業背景的研究人

員，以保證學術研究的智識資源；（3）在大學開設專門培養媒體及傳播

從業人員的課程，以實現理論研究的現實意義；（4）開拓性的學科奠基

人與社群共同體（Schramm et al., 1997）。 

綜上所述，「學科」（discipline）可視為一個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 

community）的制度性存在。就應用型學科而言，學科與教育體系、學

術組織或學會體系、以及與產業間的關聯等問題亦亟需正視。本文從

內部正當性與外部正當性這兩個方面探討公共關係學科正當性問題。

內部正當性係從學科之學術力，即學術研究動能、理論建構與理論發

展等面向觀察。外部正當性則從公共關係教育體系與行業發展、學

會、乃至於學術刊物等角度探討。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本文旨在比較美國與中國公共關係學科的發展與沿革，期能為中

國公共關係學科的定位與展望提出建議。本文以進程時序為軸線，通

過多重證據資料收集，採用理論評述（theoretical review）及主旨分析

（thematic analysis）之分析邏輯，就學科內部正當性與外部正當性各方

面進行比較。 

（1）內部正當性：公共關係學科獨立程度如何？公共關係與其他學

科的關聯為何？是否建立學科知識本體？研究主題、理論建構與援

引、實證方法等呈現何種面貌？ 

（2）外部正當性：公關教育機構發展情況如何？公共關係行業發展

如何？學界與業界互動情況如何？科研機構與協會發展情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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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文採「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以「跨個案整合」（cross-case 

synthesis）（Yin, 2003）邏輯，剖析與此主題相關的研究發現。「跨個案

整合」（cross-case synthesis）邏輯適用於兩個或以上之案例對比，循「形

態配對」（pattern matching）原則進行理論模式建構。本文以時間發展軸

線為主，針對學科教育、行業發展、學術社群與共同體、學科發展、

與其他學科關聯性、學術力（論文數量與引述情況、研究實證性與理論

性）等面向，進行中、美公關學科發展之比較。此外，本文也以「理論

評述」（theoretical review）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理論評述是文獻評述

（literature review）的一種特殊形式（Card, 2011）。首先，理論評述必須

具備文獻評述的基本特徵，即基於特定研究議題對大量的既有文獻進

行整理與歸納（Cook et al., 1992）；其次，理論評述則關注解釋特定現

象的理論視角（Card, 2011），此視角則呼應本文期找出影響學科正當性

發展重要因數的研究目的。

在資料搜集方面， 本文採個案分析法中的多重證據（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資料搜集法（Yin, 1994）。有關美國公共關係發展歷

程，本研究搜集論文之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引文分析與內容分析：第

一，引文分析，典型的代表即帕薩德（Pasadeos, 1992, 1999, 2010）及其

同事於1992年、1999年以及2010年發表的引文報告，內容包括分析公

關學界內部以及學界與外界的文獻互引狀況，研究的樣本包括學術期

刊、會議論文、博士論文書籍、雜誌、報紙、公司公文、政府檔等。

第二，內容分析，（1）對SSCI期刊於1992至2009年間有關網路公關的

文獻展開分析（Ye & Ki, 2012），以及（2）針對2008至2014年間公共關

係兩大主要期刊Public Relations Review和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的144篇論文之內容分析（Huang, Wu, & Huang, 2016），旨於

探討公共關係研究是否產生範式轉移。

有關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本研究搜集論文之研究方法則包括內

容分析法、訪談與歷史分析。以內容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包括︰

（1）基於1999–2009年中文核心期刊內相關文章，考察中國公共關係理

論研究狀況（劉敏之，2010）；（2）基於1996–2006年中文期刊，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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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關研究的狀況（楊智勇，2007）；（3）基於1994–2003年間中國大陸

六大新聞傳播類核心期刊，以及SSCI期刊新聞與大眾傳播（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JMCO），比較分析中美公關研究狀況（陳先

紅、郭麗、殷卉，2005）；（4）選取中文期刊2011年中的重要論文，對

當年公關研究的狀況做概述性的評論（陸新蕾，2012）。除針對上述內

容分析論述進行後設分析（meta analysis）外，本文借助Hu、Huang和
Zhang（2015）的歷史研究，剖析中國公關學科與學術研究發展之進程。

該文通過對中國公關學界和業界的37位專業人士進行深度訪談，考察

公共關係的發展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Hu, Huang, & Zhang, 2015），以

及借助歷史分析回顧在這30年間的理論建設也是本研究的資料來源。 

以下先就學科外部正當性進行探討，而後分析內部正當性問題，

最後針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中美公共關係學科的外部正當性比較

美國之圖景

I. 公關教育在美國

1923年美國第一堂命名為「公共關係」的課程，由愛德華 · 伯納斯

（Edward L. Bernays）於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開授。然而，此

課程僅開設兩年即告終。究其原因，1990年代中期，美國公共關係學

科的正當性主要面臨來自學界與業界兩股力量的挑戰：第一，傳播學

院其他科系教授拒絕承認公共關係已成為美國大眾傳播系統中不可或

缺的一環，「其他科系的教授們像鴕鳥一樣視而不見」（Cutlip, 1961）；

第二，業界公關從業人員則如同以前質疑醫學課程、法律課程、新聞

學課程一樣，他們認為公共關係課程沒有實際用處，累積實務經驗才

真正重要。來自傳統學科與行業的雙重質疑，是對美國公共關係學科

與教育發展起步的嚴峻挑戰。 

經過半個世紀之沉寂（1920–60年代），美國公關教育在20世紀70

年代再度振翅起飛。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於1972年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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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公共關係學系，並授與獨立公共關係學位。至21世紀初期，美

國的公關教育體系，特別是大學教育體系的建設，已基本成型，根據
Career Index的最新資料顯示，2010年全美開設公共關係專業學校達
325所、369個課程專案（programs）；其中副學士專案26個，學士專案
273個，碩士專案45個，博士專案3個，專科22個（Career Index, n.a.）。
Career Index的資料顯示，2010年全美教育機構所開設的公關課程中，

本科教育（273個）佔據全部專案數（369個）約四分之三。此外，其資料

也顯示，美國的大學公關教育從2006年到2010年以來總體穩步發展：

平均每年獲得公關專業學士學位的人保持在1萬人左右。 

此時，美國在教育理念方面亦已臻成熟。美國公共關係協會

（Publ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RSA）早於1999年的Port of 

Entry報告中即提出了完善的教學建議（類似建議亦可見該協會2006年
11月年會上發表之新報告）。第一，公共關係之大學教育應具備四要

件：（1）應奠基於人文 / 社會科學之上；（2）公共關係主修科目最少需

五科；（3）公共關係課程需佔總學分的百分之25到40；（4）其餘學分

（百分之60到75）需修習人文、社會科學，商學及語言等課程。第二，

理想的公共關係主修科目可包括：公關概論、個案研討、公關研究 /測

量與評估、公關寫作與執行製作、公關企劃 / 管理、公關活動、實習

課程和應用選修課程。第三，對碩士教育的建議則包括：（1）二個主要

方向的課程︰一為提供學術訓練，另一則為提供專業訓練；（2）強化公

共關係在管理階級中的角色。如果情況允許，應供應商學課程；（3）更

著重全球問題與管理知識。第四，博士班課程應包含：（1）瞭解影響公

共關係或受公共關係影響之學科；（2）能整合這些學科於教學與研究之

中；（3）對研究主題提出貢獻並培養競爭範式（competing paradigms）。 

II. 美國公關行業概況

在公共關係行業方面，根據Career Index的資料，2006年到2010年

間，美國公關從業人數皆呈逐年上增之勢— 2010年已計有52,480名

公關從業者。在人數增長的同時，美國公關從業者的薪酬待遇亦穩步

上升；從2006年到2010年，美國公關人員中位數收入共計增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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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就全社會而言，公關行業的收入屬於中等偏上的。2010年美國

全國公關人員中位數收入為91,810美元，此一數值比全國所有行業的

中位數收入高出53%。而根據美國國家勞動局的統計，在2012年，公

關從業人員的中位數收入為54,170美元，這一收入仍遠高於同年美國

全國所有行業34,750美元的中位數收入（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a.）。2014年，美國最大的本土公關公司— Omnicom的收入僅佔行

業收入份額的5.9%（IBIS World, 2014）。此資料顯示，美國公共關係行

業的市場集中度較低 —市場競爭激烈乃促使行業健康發展重要指標

之一。 

III. 美國傳播學會與學科期刊

繼1970年代美國大學體系開始授與公共關係獨立學位外，傳播學

會組織也於1990年代後期陸續承認公共關係為傳播領域之子學科。
1984年公共關係以「興趣團體」（interest group）的名義在「國際傳播學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註冊。1998年，公共關

係正式列名 ICA的17個獨立學科組別（division）之一員，學科獨立性正

式得到學會與其他學科之認可與肯定。此外，在「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

學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中，公共關係亦成為獨立組別。 

在學術研究與論文發表管道上，公共關係研究在70和80年代開始 

展開，公共關係領域兩本SSCI期刊《公共關係評論》（Public Relations 

Review, PRR）與《公共關係研究雜誌》（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JPRR）分別於1975年與1989年創刊，至今成為公關領域最有影響力之 

刊物。 

總之，美國公共關係教育、行業、學會與期刊皆穩步發展。從機

構設置、教育理念、以及課程設置來看，公共關係教育在美國已具備

相當的規模。同時，公關行業的專業性已獲得社會肯定，發展穩定且

蓬勃。公共關係教育的正當性也獲得肯定，學科得以獨立存在，畢業

生也可取得獨立之公共關係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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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圖景

I. 公關教育在中國

遲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才引入公共關係教育。1985年深圳

大學開設第一個公共關係專科專業，1994年中國國家教委批准中山大

學試辦第一個公共關係學本科專業，2014年華中科技大學則開設第一

個公共關係學博士點。截至2013年為止，大陸設置公共關係學本科學

位的高校共計18所，其中211高校（含985）共8所，普通高校、獨立學

院與民辦大學共10所。在研究所方面，到2014年為止，共有5所高校

開設公關專業碩士研究生。此外，另有8所高校招收公關方向的碩士研

究生（即公關非獨立的碩士專業，而是附屬於其它專業如傳播學、企業

管理等之下），公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則有4所（楊晨，2014）。

此外，除上述公共關係學本科教育外，還有公共關係學第二學士學位

教育、公共關係專科教育、公共關係輔修專業教育、公共關係職業培

訓等多種公共關係教育類型。 

雖然各層級（專科、高校本科、研究所、博士）教育單位皆開設公

關專業，然而，2010年教育部在啟動普通高校本科專業目錄修訂工作

時，宣布不再批准在高校中增設公共關係學本科專業。2011年4月20

日，教育部的《關於徵求對〈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修訂一稿）〉》

將公關並入行政管理，進一步引發了公共關係學本科專業的去留危

機。雖經公關教育界的努力，修訂二稿中恢復了公共關係學的獨立地

位，但卻仍未被放入基本目錄行列（楊晨、紀華強、張甯、虞華君、霍

榮棉，2013）。 

II. 中國公關行業概況

與美國相同，中國公共關係行業與就業市場亦呈現蓬勃發展之

姿。中國設有兩個公共關係行業協會組織 —「中國公共關係協會」和

「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推動公關行業發展。據中國國際公共關係

協會調查顯示，截至2014年止，中國的公共關係市場呈現穩定增長之

勢，整體市場的年營業規模估算在380億人民幣左右，年增長率為
11.5%；另一方面，隨著新媒體的不斷發展，中國的公共關係業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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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生變化—傳統業務增長放緩，而新興公關業務（數位化傳播、

新媒體行銷）發展力道十足，其增長速度甚至高於整體經濟發的增速

（2014年中國公共關係行業發展分析，2015）。此外，該調查尚顯示，
2014年行業平均工資水準為每月9,445元（人民幣），相比較於2013年

增長16.1%；大學生畢業後入職的平均月薪為11,060元（人民幣），比
2013年增加了7.8%。就業市場方面，公共關係學專業的畢業生就業率

高、就業薪資也佳。就2013年而言，浙江傳媒學院、大理學院、華東

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院校的公共關係專業畢業生就業率位居

該校前三名；2013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公共關係專業畢業生首次簽約工

資高於50,000元（人民幣）的超過50%，對口就業率（即公關專業畢業生

從事公關行業）也達到64.7%（楊晨，2014）。總體言之，無論從行業的

專業機構設置，還是從畢業生就業情況來看，公共關係在中國正逐漸

發展為一個具吸引年輕人加入的行業。 

III. 中國傳播學會與學科期刊

2015年4月25日，中國新聞史學會表決，同意增設「公共關係史研

究委員會」（PRSC）為二級學會。在出版品交流平台方面，公關學界迄

今仍沒有獨立的學術期刊。20世紀80–90年代的四個專業雜誌 —「兩

報兩刊」即《公共關係報》、《公共關係導報》、《公共關係》雜誌和《公關

世界》雜誌，維繫著公關界知識份子集聚的共同體。但歷經20世紀九十

年末之低潮期，《公共關係導報》、《公共關係報》先後停刊，《公共關係》

雜誌也停辦，只有《公關世界》雜誌勉強維持（胡百精，2014）。研究發

現，1999–2008十年間，公共關係論文有轉向新聞傳播期刊與高校刊物

發表的趨勢。《國際新聞世界》和《國際關係學報》分別刊登了18篇（佔

總體刊發理論型文章數量的15.8%）和9篇（佔總體刊發理論型文章數量

的7.9%）公共關係理論型文章。除新聞傳播期刊外，公共關係研究另一

個較為普遍的發表途徑為高校刊物，如師範類大學學報（總計14篇），

國際關係學報（9篇），西南民族學院報（6篇）等（劉敏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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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公共關係外部正當性之比較

以下四個方面可以整合比較中、美公共關係教育、行業、學會與

期刊發展。

第一，美國公關教育早自1920年代開始，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然

而，如前文所提，由於「正當性」之爭議，在20至60年代間，學科發展

未有進展。遲至1970年代美國公關教育才算正式開展，發展歷史迄今

約有40餘年。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公關教育則始於1980年代中，迄今

有30年之歷史。 

第二，雖然學科正當性問題在中、美兩地皆引起爭議與質疑，然

而，在同樣歷經二十世紀後期幾十年的發展，兩地卻已有相當不同的

變化。

首先，若就設置公共關係專業的學校總數觀察，以2010年美國的

資料（Career index, n.a.）與2013年中國的資料（楊晨，2014）相較，美

國授予公共關係專業（本科、碩士與博士學位）已有三百餘個學程，中

國設立公共關係專業的高校則不達20個。其次，若細分不同層級學位

之數目比較，除了博士專案相當外（中國4所，美國3所），中國在其他

層級的設置上皆遠低於美國：中國與美國高校在設置公共關係本科的

數目為18比273，碩士為12比45。 

再者，就是否授予獨立公共關係學位方面比較，美國自1972年佛

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設立獨立之公共關係學系並授予獨立

公共關係學位，目前美國大學授與獨立學位已全面執行。相較而言，

中國教育部於2010年批示不再增設公共關係學本科專業，並於2011年

明訂公共關係學專業被合併到行政管理專業之下，後來幾經波折才得

以保留。質言之，中國公共關係不被鼓勵授與獨立學位，本科歸屬公

共管理，碩士與博士則並為傳播學下的一個「方向」。 

第三，則就應用型學科特質中之「行業」面向進行觀察。中、美在

公共關係行業的發展上皆呈現蓬勃成長之姿。相較於美國，中國大陸

公共關係行業在整體市場之年營業規模、高校專業畢業生就業率，與

工資等方面皆不遑多讓。然而，如前文所言，雖然中國公共關係行業

的需求呈成長趨勢，行業的身份正當性、效用正當性、社會價值正當

性，以及道德正當性等行業的正當性問題迄今卻仍面臨各類挑戰（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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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 Zhang, 2015）。 

第四，在學會與期刊方面，美國公共關係領域兩本SSCI期刊於
1970–80年代陸續成立，公關論文有獨立之發表平台已逾40年，此對公

共關係研究發展、學科獨立地位，以及是否為其他學科與專業學會組織

認可，皆產生一定程度之助益。但是在中國，學會與相關支援系統則

相對滯後發展。在出版品交流平台面向上，公關學界迄今仍沒有獨立

的學術期刊。此外，相較於美國在1998年已有兩個國際級傳播學會認

可公共關係為傳播領域中的獨立學科門（division），中國大陸之「公共關

係史研究委員會」迄2015年始成立，納為新聞學下之子學會。嚴格說

來，公共關係學科的獨立性與平等性並未獲相關學術社群的之認可。

內部正當性：公共關係學科與學術研究發展歷程

文獻指出，「學術力」是否充分或足夠乃學科正當性發展的重要支

撐（陳世敏，1999）。以下就公共關係學術內部正當性 —公共關係學

科與其他學科之關聯以及學術研究發展階段等方面進行探討。

美國之圖景

I. 美國公共關係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關聯

公共關係學科與其他學科間的關聯性，在1990年代是西方學者研

究的重點。從「公眾」介面探討，「公共關係」與「傳播學」及「管理 / 行

政科學」（administrative science）二個學科的關聯性最高。在內、外部公

眾的比較基礎上，「內部公眾」是管理領域（management discipline）研究

的重點，而「外部公眾」則是行銷（marketing function）功能探討的重心

（Pasadeos & Renfro, 1992）。 

隨著1990年代後期公共關係逐漸為傳播學界所認可，公共關係與

傳播學的關聯性亦日益增強，相對的，與「管理 / 行政科學」或行銷學

的關係則明顯降低。針對當時 ICA 17個獨立學科之「語意距離與位置」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即以共同的符號意義為基礎分析系統中各

組成部分的關係）的研究發現可以進一步說明公共關係與傳播領域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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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間的關聯（圖一）：（1）在「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二維向度上，

公共關係與「大眾傳播」的語意距離較近；（2）在「資訊系統」與「女性主

義」的二維向度上，公共關係與著重實證科學的「資訊系統」相對距離較

近；（3）在「大眾傳播」與「組織傳播」的二維向度上，公共關係約與二

者等距；（4）在「政治傳播」與「女性主義」的二維向度上，公共關係與

政治傳播的距離相對較近；（5）此外，大眾文化傳播哲學的位置，則不

在此系統圖上，換言之，此二子學科的位置與上述子學科之位置皆較

遠（Doerfel & Barnett, 1999）。從傳播學不同子學科之間的關聯來看，

公共關係從大眾傳播與組織傳播的視角關注資訊如何在特定系統內傳

播，並與政治傳播具有一定交集，但鮮有涉及批判理論（如女性主義）

或大眾文化理論。 

就課程設置觀察公共關係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關聯可以發現，大約

有八成以上的美國公關課程屬於傳播學院或新聞學院底下的一個學

程，或設於新聞系 / 大傳系下的一個組（sequence）；此外，也有越來越

多的學校將公關課程安排在語藝、人際傳播或說服為主的傳播學系。

再者，公共關係與廣告學的關係向來密切，其消長情形亦值得觀察。

在美國，有197所大學至少開設三門以廣告或公關命名的課程，其中，

有133所大學設有公共關係課程，有53所大學將公共關係與廣告課程

合併開設，有95所大學開設廣告課程；自1993年以來，公共關係課程

成長了14%，而廣告課程則減少了25%（Ross & Johnson, 2005）。可

見，在美國，設置獨立公共關係學科與課程的比例正逐年提高。 

圖一　二維語意與會員系統網路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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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美國公共關係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進程

正如帕薩德等學者（Pasadeos, Berger, & Renfro, 2010）所言，美國

之公關學術研究與公共關係學科發展階段基本上並行發展，四個階段

發展如下。 

第一階段：跨科際 / 非學科階段（1975年前） 

晚自1970年代中期，公共關係理論與研究才開始受到西方學術界

重視，相關論述彼時也才陸續出現。嚴格說來，公共關係在此階段尚

無法稱為獨立學科，甚或，無法被視為一個學科（Pasadeos & Renfro, 

1992）。此階段的公關研究與相關論述具有下列特點：第一，相關研究

或論述的作者大多來自大眾傳播學者與業者。第二，公共關係研究的

實證性、理論性與系統性極弱，大多流於描述性或軼事性的論述為主

（Gruning & Hickson, 1976）。第三，跨科際與跨學科特質相當清楚，70

年代後期，公關論文之資料主要援引自社會科學與管理科學。 

第二階段：轉型期 / 學科前階段（1975–1990年） 

第二階段是1975年至1990年間，此階段可謂公關學科轉型成獨立

學科（independent scholarly discipline）的關鍵時期（Pasadeos & Renfro, 

1999）。首先，公關學者彼此引述的情形取代70年大量援引其他領域文

獻的狀況。第二，公關學術研究社群逐漸形成，自1980年代以後，公

關著述的作者多數來自公共關係教育學界與研究單位，此與70年代多

數來自實務界的情形大不相同（Pasadeos & Renfro, 1992）。第三，就公

關的實證性而言，相較於1976年公關論文僅有百分之二比例實行系統

性實證研究的情形，1985年時已成長至34%（Pavlik, 1987）。第四，此

階段公關論文的研究重點已跳脫1970年代實務取向，開始出現學術與

理論導向的主題與概念。另外，此階段不僅開始發展公關學科的知識

本體（body of knowledge），理論基礎也逐漸出現從單一理論典範趨向

多元理論範式的情形（黃懿慧，1999）。例如從1975至1989年間，在
PPR等期刊上公關研究已達329篇（Pasadeos & Renfro, 1992）。具體而

言，系統論（general systems theory）是1975至1985年間領導公關研究

的主流理論典範（Pavlik, 1987）。然而，1980年代末期後，各類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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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學派陸續出現競逐「範式轉移」的主導地位，其中尤以詹姆斯 · 格

魯尼格（J. Grunig）與拉麗莎 · 格魯尼格（L. Grunig）為首的「管理」學派

（原為「系統論」學派），以及伊莉莎白 · 托特（Elizabeth Toth）與羅伯特 ·

希斯（Robert Heath）等學者為主的「語藝 / 批判」學派，形成兩股主要的

力量。 

第三階段：年輕獨立學科階段（1990–1999年） 

1990 年代可被界定為美國公共關係邁入「年輕學科」（young 

discipline）的階段，年輕學科有以下三特點：（1）相較而言，論文文獻

之援引主要來自教科書而非「第一手研究」；（2）如同財務、會計以及 

管理等學科，論文的靈感常起源於對實務的觀察或相關問題的解決；

（3）年輕學科有其新興的、獨立的期刊發表管道（Pasadeos, Renfro,  

& Hanily, 1999）。此外，與1975至1989年間的論文相較（Pasadeos & 

Renfro, 1992），1990至1995年的論文有以下變化與趨勢：（1）論文作者

來自學術領域（相較於實務界）的比例逐年成長；（2）「最常被引述學者」

名單中已有年輕學者出現，表明研究社群逐漸成長與擴大；（3）自從

《公共關係研究雜誌》邁入第十年，並成為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

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EJMC）

最成功的刊物之一後，公共關係已有兩個獨立的研究發表管道 —

《公共關係評論》與《公共關係研究雜誌》，此外，也已大量降低其對新

聞與大眾傳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JMCQ）的依賴，上述因素在在都促使公共關係發展成一個年輕的社會

科學學科（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Pasadeos, Renfro, & Hanily, 1999）。 

第四階段：成熟學科階段（2000年迄今） 

公共關係學科自2000年後進入成熟階段（Pasadeos, Berger, & 

Renfro, 2010）。於2000–2005年間發表之論文，其引述之文獻總數為
14,798，比1990–1995年多出257%；此外，期刊文獻（41%）代替了以

往之書籍（39%）成為引用來源的首位，來自實務雜誌與報紙的文章引

用量也持續下降，只佔所有來源的9%；再者，研究論文對於公關出版

物的引用也從上一階段的81.3%增加至82.3%。可見，公關學科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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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靈感已告別年輕學科特有的實踐依賴性（Pasadeos, Berger, & 

Renfro, 2010）。 

在此階段，公關學科自身已形成相對獨立且成熟的理論體系。在 

理論基礎方面，除了延續前階段管理學派與語藝學派仍發揮其影 

響力之外，「關係管理」已於19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前10年，成為主 

流之研究範式。此外，因應新媒體挑戰而出現的「網路公共關係」亦 

在21世紀開始，以競逐「範式轉移」之姿出現（黃懿慧，2014；Huang,  

Wu, & Huang, 2016）。再者，新的中層理論、多元的研究主題與新的 

學者，帶來了此階段公共關係研究的多樣性與繁華面貌。各類中層

（mid-ranged）公共關係理論理加速發展，相關理論包括：卓越理論（the 

excellence theory）、形象修復理論（image restoration theory）、情境危機

理論（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關係管理理論（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heory）、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等理論。此外，自
2000年以來，多元的研究主題亦豐富了公關理論的多樣性：國際研究，

新科技（以互聯網為主），危機傳播研究與批判研究（如性別研究）等。

就以新科技為例，在PRR、JPRR和JMCQ等期刊中與互聯網相關的公

關研究中，量化資料工具（如 t-test、ANOVA、Regression等）的應用情

況已從1992–1997年的50.0%提升至到2004–2009年的80.6%（Ye & Ki, 

2012）。在不到10年的歷程中，公關研究對互聯網這個新興領域的觀察

也已發展到較為成熟的水準。此外，Huang、Wu與Huang（2016）也發

現，過去十年間，數位化公共關係領域已從重視具相描述性研究，發展

為重視理論建構、歸納論述與高抽象層次之研究。整體學科之學術研究

力已甄成熟之境。

在年輕學者方面，此階段最有影響力（被引次數最多）的33位學者

中，只有3位出現於1990–1995的影響力排行榜上，換言之，年輕專家

群體已茁壯成長。多元化的研究視角與充滿新鮮血液的專家群體，正

是這一學科成熟的一大重要標誌。最後，在期刊與機構方面，新老體

系在互動中完善。就期刊而言，《公共關係研究雜誌》、《公共關係評論》

與《新聞與大眾傳播》各保持其影響力。然而，新的期刊對學界的影響

也不容小覷。《傳播管理雜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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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國際化視野影響著學界與業界的人員；《策略傳播國際雜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以跨學科研究而聞

名；美國公共關係協會（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對於學術化

文章之發展也頗有建樹。而在機構方面，除了老牌的 Institute for Public 

Relations，新的中心如The Arthur W. Page Center for Integrity in Public 

Communications與The Plank Center for Leadership in Public Relations也

逐漸展現影響。期刊與機構的完善，也是學科成熟化的重要體現

（Pasadeos, Berger, & Renfro, 2010）。 

圖二總結了上述公共關係學科在美國的發展與沿革。

圖二　美國公共關係學之發展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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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圖景

I. 中國公關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關聯

研究顯示，與美國相近的是中國公關研究與管理學的關聯性極

高；1994–1999年間，管理學是中國公共關係研究首位理論援引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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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紅、郭麗、殷卉，2005）。此外，與美國相異之處則為中國公共

關係學與傳播學的距離遠低於與管理學及社會心理學。研究指出，中

國大陸六個重要新聞傳播期刊在1994–2003十年間刊登公共關係論文僅

達27篇。另外一個研究也指出，在1999–2008年間，公關研究的理論

基礎除了西方公共關係學（29%）外，學科外理論援引關聯性最強的領

域是管理學（Management, 27%）與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19%）

及教育行為學（Educational Behavior, 14%）；傳播學（Communication）與

行銷學（Marketing）則殿後，分別為6%與5%（Xue & Yu, 2009）。學者

分析其中原因，傳播領域疏離的原因可能亦源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

中國，新聞系的歷史比較早，對公共關係的認識「可能比較保守」；而

工商管理、行政管理都是文革後才從國外引進的，相對而言，認識較

開放、包容性也較強，因此相對有利於公關專業的發展（吳世家，
2007）。 

此外，就課程設計觀察公共關係與其他學科的關聯性可以發現，

相較於美國，中國設置公共關係課程的學科領域較廣，但獨立性與深

度則欠缺。就廣度而言，中國公共關係課程雖然主要設在新聞傳播、

人文、管理學院中，但許多綜合性大學將「公共關係」設置為全校性的

文科基礎選修課，與管理學、行政管理學、西方經濟學、社會心理學

等課程並列，是面向全體學生基本素質教育的重要一門課程，中山大

學即為一例。再者，中國公關教育另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幾乎所有科系

都開設一門公共關係（學）作為公共平台課。另一方面，就深度觀察，

公共關係學科的深耕與發展卻相對局限。對照中國的廣告與公關課程

設置，截止2006年中只有3所高校學校設置公共關係本科，而廣告系

則多達190多個，多數學校仍在傳播系下設廣告與公關「方向」，或者在

廣告系、傳播系下開設一門公共關係課（吳世家，2007）。相較於「廣告

衰落、公關崛起」在美國的趨勢（Ries & Ries, 2002），中國的廣告學科

之設置則遠遠凌駕於公共關係之上。 

II. 中國公共關係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進程

中國公共關係學科發展階段與學術研究及理論建構關聯性亦高，

大致可概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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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非學科與西方知識啟蒙階段（1985–1994年）

1985年深圳大學開設第一個公共關係專科專業，至1994年中國國

家教委批准中山大學試辦第一個公共關係學本科專業前之十年，可被

歸為第一階段之非學科與西方知識啟蒙階段。此時期的特色是：以西

方公共關係知識啟蒙為主，且教科書為主要知識普及管道，但公關研

究則相對闕如。此階段教科書的相關發展如（陳先紅、郭麗、殷卉，
2005）：第一，1986年11月中國第一本公共關係著作問世，《塑造形象

的藝術 —公共關係學概論》，即第一代公共關係教材；第二，截至
1994年為止，各種公共關係教材達400多本，其中以居延安等人編著

的《公共關係學》、熊源偉等人編寫的《公共關係學》等影響較大，學術

界將其稱為第二代教材代表作。 

就內容而言，西方公共關係學在中國公共關係理論上居啟蒙與引

領地位。中國公關理論界在20世紀90年代即致力於與西方進行對話，

西方公共關係學（尤以美國為主）在中國的公共關係發展史上，不僅為

中國公關提供基本的理論資源，至今亦仍是中國公關教科書和論文中

引用的主要來源（胡百精，2014）。 

第二階段：學科前與論文萌芽階段（1995–2010年） 

此階段可謂公關學科轉型成為年輕學科前的醞釀階段。按照
Pasadeos等人（Pasadeos et al., 1999）的說法，此階段為學科成熟之前，

亦為轉型獨立之關鍵時期，此階段的發展與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由

於公關內部事業重心逐步轉向產業化發展，20世紀90年代後期公關學

術社群開始分化，呈現凋零與萎縮面貌（胡百精，2014；Hu, Huang, & 

Zhang, 2015）：專業報刊停刊、公關專業課程停開，此外，學界學術社

群一些原本來自其他領域，如社會學、文學等領域者退回原來專業，

此階段公關研究與理論發展大致呈現停頓甚至停擺現象，一些堅守在

公關領域內的學者，由於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局限，在核心學術刊物上

發表具有理論深度論文的數量也屬有限。此外，此階段知識普及的主

要管道仍屬教科書；值得一提的是，教科書雖然有些新的突破，如
1999年出版的《公共關係學》，以公共關係三大目標（認知度、美譽度、

和諧度），三大方法（形象塑造、傳播管理、關係協調）和四大步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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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策劃、實施和評估）提供了新的公共關係知識體系（陳先紅、郭

麗、殷卉，2005），然而，其目的亦主要為指導業界實踐。 

直至2003年非典後，學術界才再度緩步整軍。非典事件後，傳統

的權力秩序和社會治理受到衝擊。此外，全球化不僅引發了對內對外

的各種認同危機，也帶來了文化交鋒的機會，如2008北京奧運會、
2010上海世博會與廣州亞運會等。在此種社會背景下，危機管理、新

媒體公關、國家公關等主題之研究對於國家、政府與企業而言，有其

實踐上的需求。 

雖然此階段受大環境影響，在前期出現學術社群萎縮面貌，但縱

觀十五年（1995–2010）之發展，公關研究確已發軔及萌芽，此階段的特

點可進一步從公共關係研究逐漸成長與發展觀察。

第一，公關論文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之後數量逐年穩

定緩步成長。1995年是公共關係理論研究的分水嶺 —公共關係期刊

論文逐漸增多，教材數量銳減且出版速度放緩。從20世紀90年代末的

一百篇之量，2000年中期成長為每年約兩百篇，至2010年則成長至逾

五百篇之量。 

數個研究皆指出公關研究數量逐漸增加。舉例而言，研究發現，

在1994年到2003年間，總合中國學術期刊網與新聞傳播六種核心期刊

（包括《新聞與傳播研究》、《現代傳播》、《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

《當代傳播》、《新聞與傳播》等），每年的論文數量穩定在100篇上下，

其中1995年和1999年為高峰期，分別有115篇和107篇（陳先紅、郭

麗、殷卉，2005）。另有研究亦同樣顯示，1999–2008十年間中國知網

（大陸最大之學術數據庫）核心期刊中的公共關係論文數量呈現持續增

長之勢：在2007年為文章發表的高峰期，總數達271篇（Xue & Yu, 

2009）。此外，另一個研究指出，2005–2010年期間，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中出版的公關論文數量也達到每年逾五百篇之量（陸新蕾，2012）。

第二，研究主題多元。在此15年間，中國公共關係研究的主題逐

步擴展、並以多元面貌呈現，值得注意的是，「行業公共關係研究」以

懸殊的比例高於其他主題。此外，細觀研究取向，從「組織」視角出發

的論文—企業、政府、學校等，亦遠高從「公眾」角度出發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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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至2003年期間，前10項的研究主題依次為：行業公共關係研究

（337篇）、公共關係基本理論研究（83篇）、公共關係管理（71篇）、政

府公共關係研究（50篇）、公共關係教學研究（45篇）、公共關係與社會

變遷（43篇）、公共關係品牌行銷（40篇）、媒體與公共關係（28篇）、公

共關係語言與文化（30篇）和學校公共關係（28篇）（陳先紅、郭麗、殷

卉，2005）。 

自2003年非典後，學界在實務研究上投入較大精力，探討的主題

包括：政府公關、企業公關、非營利組織公關等領域，區域形象塑

造、新產品上市傳播、財經公關、健康傳播等，甚至更加細分的新聞

發言人應答技巧、企業領袖修辭、社交媒體平台維護等實踐課題（胡 

百精，2014）。另有研究顯示，1998–2008十年間的研究主題形成「一超 

多強」（one superpower and many powers）的格局，「公關產業研究」的 

比例亦雖仍領先其他主題，但其他基礎與教學等研究亦佔一定比 

重，前10項研究主題依次為：公關產業研究（Industrial PR）（22%）， 

公關管理（14%），基礎理論研究（Fundamental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PR）（12%）與公關教學（12%），學校公關（School PR）（11%），政府公

關（Government PR）（9%），員警公關（Police PR）（7%），公關品牌（PR 

Branding）（4%）與媒體公關（Media PR）（4%），公關與社會進步（PR 

and social evolution）（3%）（Xue & Yu, 2009）。 

第三，公關論文的研究屬性以應用性研究為大宗，研究以因應實

踐需求為主，佔總論文數六、七成之比例。於此15年間，公共關係應

用型論文數量以極懸殊的比例凌駕於理論關懷論文之上。應用型 

論文與理論型論文的比例如下：（1）1999–2003年間，應用型74%（606

篇）， 理論型21%（174篇）（陳先紅、 郭麗、 殷卉，2005）；（2）1999–

2008年間， 應用型79%， 理論型18%（Xue & Yu, 2009）；（3）1999–

2009年間，實踐型54.2%（486篇），理論型：12.7%（174篇）（劉敏之，
2010）。 

第四，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法為主。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

初（1999–2003），定性研究法是公關研究的主流研究法，其中尤以歷史

分析法、資料回顧法與訪談為主；定量公共關係研究屈指可數（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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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郭麗、殷卉，2005）。於1999–2008十年間發表的1,450篇的公關論

文中，採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論文總數有15篇，其中，前五年（1999–

2003）1篇，後五年（2004–2008）14篇（Xue & Yu, 2009）。研究指出，

此類公關論文大致可區分為三種：一，將公關理論建設以公關史角度

進行回溯和清理；二，對某段時間點作歷史橫斷面的專題研究；三，

以時間為線索的總體回顧與描述，多為行業刊物上的專欄文章而非格

式嚴整的學術論文（胡百精，2014）。 

第五、理論建構力道不足。理論關懷型論文總體數量偏低，探討

主題傾向重複，內容也偏向局限於公關基本定義之探討；其中，嘗試

構建中國特色的公關理論體系是特點，但力道不持續。數個針對1995

年至2010年間公關論文的內容分析都指出，理論型論文佔公關研究 

之比例皆低於二成（陳先紅、郭麗、殷卉，2005）。另外，即使2000 

年後理論型論文總數上已有上升之勢（114篇），但比例仍偏低（僅佔 

據整體數量的12.7%），此外，劉敏之（2010）指出，研究主體「相對守

舊和重複」—論文探討的主題局限於公共關係的定義、概念、基本 

特徵等概念性之探討。因此，相較於美國公關研究自1990年代起發 

展出的獨立論述領域與知識體系，如卓越理論（the excellence theory）、

形象修復理論（image restoration theory）、 情境危機理論（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關係管理理論（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heory）、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等，中國公關研究的理論基礎

仍處於亟待發展之狀態。 

第三階段：邁入年輕學科與理論體系萌芽期階段（2010年迄今） 

2010年後學術共同體再度成形，此階段為中國公關學術研究與理

論建構發展階段。結合上文之中美研究情況（如陳先紅、郭麗、殷卉，
2005；劉敏之，2010；Pasadeos, Berger, & Renfro, 2010），中國大陸在
2010年後之發展與美國於1990年至2000年的發展有以下相似之處：

（1）公關研究在數量上總體呈上升之勢，論文產量較高（目前年均600

篇左右）；此外，在研究主題上也漸趨多元，有類似於美國的趨勢；（2）

然而，不同於美國在2000年之後期刊論文取代書籍成為公關研究的首

要引述來源，截至2010年為止，中國的公關學界仍缺乏實證資料佐證



245

從比較視角探討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發展之正當性

的公關研究與期刊論文，引述西方理論、模型進行時事評論式的策略

分析，常常見諸於各類公關文章之中。換言之，論文出版與文獻之援

引主要來自教科書而非第一手研究，學術研究力仍未成熟，知識本體

尚未形成；（3）論文作者來自學術領域（相較於實務界）的比例逐年成

長，學術群體逐漸壯大；（4）雖然論文的靈感常起源於對實務的觀察或

相關問題的解決，但研究已出現理論建構與範式成形的契機；（5）在組

織方面，2015年成立第一個學術性二級學會，為學術共同體的形成提

供了機構與組織基礎（Hu, Huang, & Zhang, 2015）。 

21世紀有一群研究者注意到公關範式的調整和創新問題，在各自

的研究領域上發展論述。譬如，職業倫理與專業主義方面，陳先紅與

劉曉程（2013）在《專業主義的同構：生態學視野下新聞與公關的職業關

係分析》提出公關生態學的概念；主要的論述是公共關係應通過倫理方

法，追求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以期建立信任和諧

的關係生態。從歷史變遷進行總結，胡百精（2013）則在《風險社會，

對話主義與重建現代性：「非典」以來中國公共關係發展的語境和路徑》

中提出「對話」視角，強調在非典後至21世紀十年間，中國已進入現代

性與後現代性並峙的時空語境，在此語境下，在對話中成就資訊共同

體、利益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則成為重要之公關範式。而結合當今網

路傳播的特點，張寧（2012）的《官員個人微博一種政府公共關係角度的

考察 —以三個政府官員個人微博為中心》結合中國社會的網路特

徵，為政府公關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切入視角。聚焦於危機公關研

究，郭惠民（2006）的《危機公關的管理之道》對危機公關提供詳盡梳

理，為中國危機公關理論建構提供實證資料。薛可、陳晞、余明陽

（2010）等的《公共關係視野中的「社會責任」研究—對美、台、中三地

期刊的分析和比較》以比較視角研究社會責任，對中國公關在此議題上

的深耕提出了建議。再者，涂光晉與陳曦（2014）的《全學科視野下中

國政府公關研究的宏觀脈絡與整體圖景》之於政府公關，史安斌（2014）

的《全媒體時代新聞發佈變革與創新》之於新聞發佈等領域的成果，亦

皆有其代表性。 

圖三勾勒了公共關係學科在中國的發展與沿革。因中美公關發展

差異，上文中美國公關部分類目（如理論體系與學科知識體系建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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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在中國尚屬闕如。因此，圖三與圖二之類目並未完全對應。總結

而言，歷經過去二十餘年之發展，中國公共關係理論建構與創新仍顯

不足。90年代雖曾嘗試構建中國特色之公共關係理論體系，但不見開

花結果。此外，21世紀後所嘗試的理論建構雖有其潛力，但需要大量

之延伸性努力。如何在這些知識體系的基礎上，發展具實證性與辨證

性的研究，以建構具本土特色甚或跨文化普適性的知識與理論體系，

將是後續挑戰。 

圖三　中國公共關係學科之發展與沿革

時間發展

學科發展

與其他學
科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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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

公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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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非學科與西方啟蒙階段 學科前與論文萌芽階段 年輕學科與理論萌芽階段

接近管理學疏離傳播學
仍接近管理學與 

社會心理學
從屬於傳播學與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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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新共同體 

逐漸形成並發展

深圳大學設學科 

（1985年）
中山大學設本科學 

（1994年）
學科停增設尚無獨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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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題尤以 

「實務研究」為首位
嘗試理論建構

定性研究為主流，歷史 

分析法和資料分析為重
定性研究占九成以上

 西方公共關係學 管理為主，公關為次 西方公關理論視角為主

理論型（21％） 

實務型（74％）
理論型（18％） 

實務型（79％）
理論型（12.7％） 

實務型（54.2％）

迄今

美、中公共關係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進程比較

就學科內部正當性觀察，中、美兩地公關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之

關聯性密不可分。換言之，公關學術研究的「學術力」，相當程度決定

公關學科發展的力道。總合上文所述，筆者提煉以下四個方面以比較

美公關研究面貌。

第一，在論文數量方面，中國的公關研究與美國相似，即都在20

世紀90年代開始呈現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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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研究主題的多元性方面，中國公關研究與美國也呈現類

似面貌。然而，不同的是，中國公共關係研究的主題主要以反應政治

及社會需求為主要關懷。相較而言，美國可能由於社會、制度、經濟

等情境因素相對較平穩，其公共關係研究日程則多著重於反應科技趨

勢與時代需求，主題涵蓋國際研究，新科技（以互聯網為主），危機傳

播研究與批判研究（如性別研究）等。

第三，研究方法與資料的實證性則為中國與美國公關研究最大差

距之處。如上文所述，美國雖在20世紀70年代僅有2%左右的論文採

用定量研究，但到了80年代，量化研究之比重已達到34%。21世紀後

更達80%。然而，就中國研究資料來看，量化研究比重約為1%。 

第四、中國的公關研究的本質以實踐需求為指導；鑒於公關實踐

與經濟、政治、社會之問題關係緊密，公共關係研究一直試圖「對中國

的現代性轉型 —譬如啟蒙與現代化、市場體制、風險社會和社會認

同一做出解釋和回應」（胡百精，2014）。相較之下，自21世紀後，美

國公共關係的學術研究論文不僅告別對實踐的依賴或純粹反應其需

求，甚至已引領實務發展。 

公關學術研究所成就的「學術力」也可以進一步解釋公關學科的「獨

立性」，以及衍生之與其他學科間關聯性的問題，如上文所言，1970、
80年代美國公共關係學科與「傳播學」與「管理 / 行政科學」的關聯性最

高，1990年代後則明顯逐步歸屬於傳播學，21世紀後，隨著公關研究

的獨立性與成熟度，此學科已完全發展成獨立之傳播領域學科。相對

而言，直至2010年代中期，中國公共關係與其他學科的關聯性仍然出

現廣、淺（幾近通識教育）但非獨立學科的面貌。在與其他學科的關聯

性上，雖然課程設置上與管理、公共行政以及傳播領域其他學科關聯

大，但是公關的獨立性與成熟度仍然欠缺。  

總結與展望

公共關係學科面臨「非學科」、「非獨立學科」、「子學科」或「跨學科」

等尷尬身份，由來已久。總結而言，內部正當性與外部正當性各面向對

於整體學科發展關係密切、且交互影響。舉美國為例，早期的美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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篳路藍縷，歷經百年（實為近40年），終將公關從非學科發展為獨立且

成熟之學科。就外部正當性觀察，美國公共關係教育、行業、學會與期

刊穩步發展。從機構設置、教育理念、以及課程設置來看，公共關係教

育在美國已具備相當的規模。同時，公關學科內部正當性—公關研

究之學術力實為重要支撐力道，使得公關學科的知識本體與獨立性獲得

其他學科肯定，進而穩定成熟發展。相較而言，中國大陸欠缺獨立學術

學會與期刊，以及專業教育定位未明等，迄今仍影響學科發展進程。 

公關學術研究的幾個問題，亦具體而微滯礙學科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關係學本身起源於美國，上文所述之美國公

關的學科發展史，其實亦代表了整個公關學科從起源至成熟的歷史。

相對而言，公關在中國大陸屬於引進學科，由於引進學科的本質，若

對中國公關進行單獨的學科進程分析，不免會因發展時間短而出現歷

史縱深度不足等窘境。因此，美國「學科的發展與沿革」的借鏡可供參

考，但也不必完全比照以至邯鄲學步。

然而，不可諱言，一個應用學科的內部正當性、或是學科學術力

仍是影響學科是否得以成熟發展的重要力道。中國公共關係學科能否

轉型成功，目前處於重要環節，以下提出未來發展方向之展望建議。 

首先，中國公關之學術社群與共同體、學會乃至於論文發表平台

未健全發展，是學科正當性未能順利發展的阻礙因素之一。除此之

外，學術力滯後應是造成公共關係學科正當性危機更深層的因素。總

結研究發現，中國公共關係研究明顯呈現褊狹化現象：單一研究法—

定性研究（相對於多元方法取向）、實務取向（相對於理論取向）、組織

視角（相對於公眾視角）、非實證取向（相對於實證取向）、發表管道單

一（以新聞期刊為主）、文獻援引主要來自教科書，並以西方公共關係

理論為主要知識來源。雖然研究主題呈現「多元」面貌，但「行業公共

關係研究」與「組織視角」（相對於公眾視角）論文係以相當懸殊之比例

高於其他主題。換言之，貌似多元的研究主題在本質上仍呈褊狹化。

圖四勾勒了「中國公共關係研究示意圖」（粗線部分表示自1995以來中

國公關研究的特色）。 

基於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公關研究發展之展望。

第一，褊狹化發展將局限公關研究之潛力與方向。21世紀初《公共

關係研究雜誌》（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出版「新紀元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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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價值」特刊，對於公關研究提出具體方向建議：公關研究應拋棄線性

的、狹義的、效益導向的研究路線，朝向「非線性」、「承認差異」、「多

元觀點」與「多元研究取向」。因此，往多元研究方法、著重資料的實證

性、研究朝「理論紮根」努力，皆是具體的努力方向。 

第二，學科之理論與知識體系之建構乃當務之急。公關研究應該

告別對實務的依賴或純粹為實務服務的本質，朝發展基礎理論建設方

向努力。「華人傳播研究」所得出的理論建構方針，或許可為發展華人

公共關係研究之參考︰以「建立通則化理論」為目標；不論採用何種理

論觀點（華人文化中心，中、西文化對比，或互補融合觀點），皆應顧

及理論之上層預設、世界觀與科學哲學問題；應採用開放、流變與創

新的態度進行相關研究；正視與處理方法論問題。

第三，目前中國公關研究的理論基礎仍以西方公共關係理論為主

要基礎，在援引西方理論時，必須基於中國本土的實際情況，有意識

的比較中西理論之差異。據此，在世界觀、理論預設、理論前提以及

研究方法上應關照以下問題：瞭解東、西世界觀的本質差異，以及此

差異對於研究之「觀看」視角所產生之影響；認識傳統華人傳播本質，

進而探討其與主流西方傳播理論之異同；瞭解東、西世界觀在研究方

法本質上之影響及其異同（黃懿慧，2011）。 

第四，建議應持續嘗試構建中國特色的公關理論體系。換言之，

如何擺脫西方範式的影響並建構更符合中國文化情境的理論應是未來

公關學界不可迴避的問題。除了傳統文化可為重要的理論養分外，基

圖四 中國公共關係研究示意圖

發表渠道單一 發表渠道多元

組織視角

務實取向

單一研究方法

文獻援引教科書

非實證取向

公眾視角

理論取向

多元研究方法

文獻援引一手研究論文

實證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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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獨特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語境，發展中國公共關係理論實

亦有必要與潛力。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交織的階

段；一方面，現代性使中國進入全球化的進程，但由此帶來各種現代

性的風險（Beck, 1992）。另一方面，後現代社會的一些特徵，如消費主

義、社會階層分化等，對中國的影響正日益增強（胡百精，2014）。在

此獨特的社會情境下，構建中國特色的公關理論體系有其獨特性。「中

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的建構是中國公關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層理論建構關注具體的時間與地點，一方面重視經驗，實用性與慣

例，另一方面則嘗試找尋普遍原則之可能性。具體而言，公關研究應

透過考慮本文提及之世界觀、傳播本質與方法論之理論預設與前提問

題，進而朝向「適度推論」（在前提預設之情境基礎上）之「理論概化」方

向努力（祝建華，2001）。 

第五，建立健全的學術共同體與交流平台。除了致力於研究多元

發展外，二十一世紀應有更多新的年輕學者、新的研究趨向，以及新

的研究主題。此外，長期而言，學術界的發展離不開學術共同體的維

護。相較美國而言，中國公關學術社群發育尚未成熟。期刊方面，為

數不多的刊物主要仍以實務為導向，缺乏獨立的學術期刊。而協會方

面，無論中國公關協會或是中國國際公關協會，亦均以指導實務為

主，缺乏完善而獨立的學術組織。公關學術共同體對於公關研究的學

術交流、理論競爭與完善等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又可為業界提

供智識補充。因此，如何建設中國公關的學術共同體，是長期而系統

的工程，需學界與業界的共同努力。 

第六，汲取跨學科理論養分。中國公共關係學跨學科的特質相當

清楚 —雖然其理論基礎援引主要以西方公共關係理論為主，但其旁

徵援引及管理學、社會心理學與與傳播學的現象很明顯。1975–1990年

間，美國公共關係已逐漸建立其獨立的論述領域，並發展公共關係學

的「知識本體」，此外，公共關係研究也逐漸從「傳播學」與「管理 / 行政

科學」二學科中分離，朝「獨立學科」之列邁進。中國公共關係學除了

致力於發展學科之獨立知識體系外，如何就其目前發展的特質，融合

其他學科的理論養分，應也是建構公關知識體系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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